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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或若干产业的发展问题,而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承担着赋能产业结

构升级换代,助力共享发展和促进共同富裕的职能。 为了实现健康发展和良好履行共享职能,数字经济应该遵循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理论上摒弃“涓流效应”的传统理念,克服发展中的“双刃剑效应”,破解“索洛生产率

悖论”;在政策上与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各项部署紧密结合,协同推进;在实践中着眼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和连接,从创造更多更高质量就业岗位、增加劳动者报酬、改善收入分配等方面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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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这既是党中央的重大部署,也深刻揭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本质和内涵。 从中我们

可以做这样的理解: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这个经济形态的孤立发展;打破“涓流经济学”
迷思,促进与实体经济和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才是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包容发展的要义所在。

国内外经验和教训都显示,数字经济是新科技革命条件下产业发展的方向,是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

引擎;然而,这个经济形态就其自身性质而言也是一柄双刃剑,并不具有自然而然的分享性质,甚至还可

能扩大资本报酬与劳动报酬之间的差距,如果不能把握好发展的目标取向问题,换句话说,如果不能使

数字经济的发展,发挥好融合实体经济和连接相关产业的功能,便可能产生有投资无回报、有能力无功

能、有产业无融合、有要素无市场的现象。
本文旨在揭示,数字经济发展并不自动产生成果共享的“涓流效应”;只有在充分融合、连接的前提

下,才能带动各类产业的生产率进步。 同时,我们还将指出,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领域做出

相应的制度安排,可以通过创造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发挥好数字经济促

进共同富裕的作用。

一、数字经济领域不存在“涓流效应”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

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这一要求也是指导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准则。 从性质上说,数字经济

是载体而非目的,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是过程而非终点。 数字经济的发展,作为提高和分享生产率的手

段,承担着实现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 只有确立这样的功能定位,全面体现新发展理

念,数字经济才能获得持续和健康的发展。 相应地,在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

础性制度安排中,数字经济既应该也能够做出应有的贡献。
先从初次分配领域来看。 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初次分配是决定生产率提高和分享的基础领域。 生

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对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合理激励,都是在初次分配领域产生的。 分享生产率成果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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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 初次分配领域的激励和效率功能,旨在确保市场主体在竞争中的优胜劣汰,
因而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 在高质量发展中,以计算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为核心的产业数字

化,既日新月异地创造出新行业、新形态和新模式,也为所有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提供生产率驱动力。
与此同时,生产率本质上是资源的配置效率,生产率提高的基本途径则是生产要素的不断重新配置。 数

字经济恰可以利用其最突出特征,即具有良好的连接功能,推动产业链条的不断延伸,以及资源配置空

间的不断拓展,推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
初次分配也是分享生产率成果的关键领域,但这一功能的产生并不是自然而然的,既不存在市场机

制可以自动解决收入分配的涓流经济学①,在效率与公平之间也非天然存在着对立消长关系的“大取

舍”②。 研究表明,国家之间在收入差距上的不同表现,并不仅仅在于再分配力度的大小,而是首先产生

于初次分配领域存在的在政策取向和制度安排上的差异③。 这就是说,数字经济发展是否促进生产率

分享的导向,并不是产业发展的自然而然的结果,也不能坐享其成,仅仅在其基础上进行再分配。 因此,
若要使数字经济充分发挥生产率分享,进而实现更多更高质量就业岗位创造、劳动者报酬提高以及收入

差距缩小等目标,需要规制和政策有意为之。
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有赖于再分配领域的相关制度安排。 数字经济提高生产率的作用,最主要来自

“熊彼特机制”,其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再分配领域的制度安排。 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家在优胜劣汰

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中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过程④。 在这个过程中,生产率提高的步伐不是齐头并进的,
生产率提高的效果更是云泥之别。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显示,在采用数字技术或者说数字化转

型方面,行业之间以及企业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进而在生产率表现上形成巨大的差异⑤。
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的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就是如何使创造性破坏机制,既能够发挥提高生产率

的作用,又能够发挥分享生产率的作用。 这个机制在于:在数字化转型中成功提高生产率的企业能够扩

大自身的同时,那些未能做到这一点的企业遭到淘汰,这就意味着创造性破坏机制发挥作用了,整体生

产率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提高。 如果担心发生技术性失业现象,不敢接受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看似保

护了劳动者的利益,却因资源重新配置的僵化,阻碍生产率的提高,分享也就无从谈起。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 Robert

 

M. Solow)曾经在一篇短文中指出,人们随处可见计

算机时代的来临,唯独在统计中看不到生产率的提高。 这句话揭示了人们苦思不得其解的现实问题,这
个矛盾现象被称为“索洛生产率悖论”,并引起广泛讨论。 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研究,尝试破解这个悖

论,从不同的角度得出有益的结论⑥。 显而易见,这个悖论也适用于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即何以在技

术得到广泛应用的情况下,整体生产率的提高仍然受到制约。
在尝试回答“索洛悖论”,即为什么广泛运用数字信息技术却未能提高生产率的疑问时,有研究发

现,寻租和寻求政策保护都产生阻碍新创市场主体进入、无效企业退出的竞争障碍,对于创造性破坏机

制不能发挥作用难辞其咎。 例如,美国企业的进入率和退出率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整体处于持续降

低的态势,使美国经济的营商活力显著降低⑦。 生产率提高的停滞意味着做大蛋糕的幅度减弱,分好蛋

糕也就成为无米之炊,导致美国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 可见,加大再分配力度,建立健全广泛覆盖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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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从社会层面对劳动者进行更好的保护,而无需以此作为借口,妨碍在数字化

转型中让创造性破坏机制充分发挥。
不仅如此,无论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再分配领域,还是在第三次分配领域,数字化技术发展和应用的

导向,都可以显著影响生产率的分享程度。 提高生产率是市场主体应用数字技术的主要动机,必要的政

策导向和制度安排,有利于促进生产率的分享。 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系统和正式制度安排之

外,还存在着巨大的空间,可以通过被经济学家称为“助推”(nudge)的方式①,提高数字经济发展中生产

率分享的水平。
这种助推力量作为正式制度安排之外的运行环境,具有非强制性、行为后果副作用小、更加倚重当

事人“向善”动机等特征。 在助推这种行为中,善意和恶意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遥,换言之,两者之间的

界限常常就是不清晰的。 如果在企业的经营函数中缺乏向善动机,就不可避免形成恶意助推。 例如,某
些科技平台企业往往恶意利用算法,达到降低企业成本、增加自身盈利的目标,有些实际上已经违反了

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或劳动合同等法规,也有些仅表现在一些不起眼环节,游走于法律法规的边缘。
例如,通过“二选一”方式排斥竞争对手;通过信息封锁和扭曲侵害消费者利益;滥用个人数据误导购买

行为,人为制造针对弱势群体的数字鸿沟;利用不对等的劳动关系延长工作时间、降低工作条件标准、压
低劳动报酬,等等。

有助于共享生产率成果的助推,在三个分配领域皆可以体现。 其中,包括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企
业和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等内涵的第三次分配,尤其适合于借助这种助推方式,开辟更多扶贫济困和改

善收入分配的贡献渠道。 可以说,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三个分配领域协调配套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

之一,就是通过法律法规、社会规范、舆论引导以及社会诚信体系来营造一个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让各

种市场主体自觉地把社会责任具体体现为科技向善、管理向善和创新向善的行动。

二、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力内卷

数字经济的双刃剑效应,最典型地体现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上。 中国正处在数字技术进步与运

用以及产业结构变化最急剧的发展时期。 这个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过程,具有在破坏旧岗位和创造

新岗位之间的不对称特征。 由于那些失去岗位的职工常常不具备新创岗位所要求的人力资本,因此也

形成一种技能供需之间的不匹配现象。 从数字技术革命的性质来看,无论是由于前所未有的变化速度,
还是由于技能供需之间的严重不匹配程度,岗位创造在数量上常常难以弥补岗位破坏。

这种结果首先反映在因为结构性失业或长期面对技能不足的就业困难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现象

上。 即便那些一度失去岗位的劳动者找到了新的就业机会,通常也更易于困在非正规就业领域。 人们

常常对就业做出两种类型划分,即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 大体上说,我们可以按照是否具有正式劳动

合同、参加基本社会保险、稳定的岗位、合理的劳动时间、符合社会平均水平的工资和待遇等,区分正规

就业与非正规就业。 实际中,对哪些劳动者处于何种就业类型做出区分,在个体层面通常是可行的。 然

而,在宏观层面做出整体评估则有较大的难度。 不过,我们可以从众多调查和研究中得到一些规律性的

经验,借助官方的城镇就业结构数据,尝试做出一种粗线条的识别。
我们从官方统计中看到的城镇就业数据,其实并非来自同一个统计体系。 从基于住户的抽样调查

数据,我们可以得到城镇就业人员这个加总数据,同时,由于抽样规模等技术原因,却无法从同一数据来

源获得更详细的分类就业数据。 因此,要想得到分类就业数,就要诉诸报表制度中汇总的数据以及其他

部门的调查数据。 具体来说,根据报表制度和相关部门的数据,城镇就业可以按照国有单位、城镇集体

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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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以及个体城镇就业等做出分类。 简明起见,我们对这种划分进行适当的合并,由此得到按经济类

型划分的城镇就业结构(图 1)。

图 1　 分经济类型城镇就业构成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https: / / data. stats. gov. cn / easyquery. htm?cn = C01)

根据前述的识别标准,城镇就业这个统计数据中有两个组成部分,具有典型的灵活就业特征,我们

可以粗略地将其视为非正规就业。 第一个部分是个体就业。 这部分包括自我雇佣以及个体工商户雇用

的人员。 显而易见,在几乎所有的就业条件上,这种就业类型都难以满足正规就业的标准。 2019 年,这
个群体占城镇就业的 25. 8%。 第二个部分则是一个统计“余项”。 基于住户调查得到的全部城镇就业

总数,与各种经济类型就业的加总数之间,存在着一个差额或余项,大体上反映了那些没有被单位或者

工商登记部门所记录的就业人员。 2019 年,这部分人群占城镇就业的 5. 1%。 把上述两个部分合计起

来,占到城镇就业的 30. 9%。 这个比例的变化轨迹,可以反映出城镇非正规就业或灵活就业的几个特征。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城镇就业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计划经济的特征,劳动力市场尚未获

得充分的发育,非正规就业或灵活就业的比重并不高,1990 年仅为 17. 2%。 伴随着国有企业进行减员

增效改革,作为应对严重的失业下岗现象的手段,灵活就业开始受到鼓励,比重逐渐提高并在 2003 年达

到 49. 1%。 由于那个时候劳动力市场制度尚不完善,所以,灵活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两个概念之间几乎可

以画等号。 随着就业形势逐渐得到好转,特别是 2004 年中国经济跨过“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短缺现

象日渐严重化,以及 2011 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灵活就业比重显著下降,2013 年之后大体稳

定在 30%左右。
可见,灵活就业是打破计划经济“铁饭碗”的产物。 同时,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完善有利于就业规范

程度提高。 伴随着中国经济跨过“刘易斯转折点”,劳动立法和执法得到增强,最低工资、集体协商、劳
动合同等制度得到迅速推广,基本社会保险制度的覆盖率也大幅度扩大,这都增强了就业的规范化程

度。 从一定意义上,很多灵活就业人员也获得了较好的社会保护,并不完全等同于非正规就业。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以及新型职业和新的就业形态的大量涌现,新创就业岗位很多也采取

了灵活就业的形式,同时或多或少具有非正规就业的性质。 与此相应,非正规就业比重不再下降,甚至

有一定的回升迹象。 我们固然不应排斥灵活就业创造岗位的有益功能,也欢迎新型职业和新的就业形

态的产生,但是,也要防止和抑制非正规就业的过度出现及其负面效果。 非正规就业产生的负面效果,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种现象上,均可以用劳动力内卷来予以刻画。

首先,劳动力配置呈现出不利于整体生产率提高的倾向。 非正规就业通常与劳动力过度集中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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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行业的现象有关。 一方面,没有与企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劳动者,以及个体工商户甚至在未注

册市场主体中就业的群体,显然更多地从事着低生产率的岗位。 另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非农产

业,普通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也低于制造业。 2021 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每个就业人员创造的增加值),分别为 4. 87 万元、20. 77 万元和 17. 00 万元。 因此,非正规就业的数量

增长和比例提高,则意味着劳动力向低生产率产业的配置。
其次,非熟练劳动者工资以及普通家庭收入的提高受到抑制。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 年,

在全部 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中,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的占 39. 0%,高中占 24. 8%,高等教育占

36. 2%。 劳动力的这种人力资本禀赋状况,意味着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力供给潜力仍然是很大的,这种供

求关系加上这类就业的低生产率性质,决定了他们的工资水平及其提高均受到抑制。 与此同时,这个就

业群体获得的社会保护程度也明显低于其他群体。
国际比较研究显示,工资平等程度是社会流动性的一个重要支柱,也恰恰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

弱项所在。 例如,以中国的整体劳动收入中位数为界,位于底部 50%的群体,劳动收入仅相当于位于顶部

50%的群体的 12. 9%,处于低工资状态的人群占到全部就业人员的 21. 9%①。 由此可以联想到,正是由于

就业的非正规性质,造成这种抑制工资提高、压低家庭收入、抑制居民消费,进而阻碍社会流动。
我们也可以从一个统计现象,进一步观察非正规就业与收入分配状况之间的相关关系。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比重与反映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的起伏变化,几乎遵循了完全

相同的轨迹(图 2)。 这显然说明,越是较大比例的劳动者群体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越是意味着更大的

人口比重未能获得体面的工资和合理的收入,全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也就越低。 这同时也提示到,
就业的正规性或者说更多劳动者在符合社会生产率水平的领域就业,是高质量就业的重要表现特征,也
是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共享的重要方式。

图 2　 就业正规性与收入分配状况同步变化

(资料来源:就业数据及近年来基尼系数来自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早年的基尼系数来源可参见 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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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或者缓解劳动力内卷给供给侧和需求侧带来的不利影响,需要破解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

的诸多难题。 具体来说,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眼和着力。 第一,使技术变革特别是数字经济发展成为

产业之间和企业之间的连接器而不是分离器,促进生产率在不同类型的部门之间以及不同规模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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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趋同,在全社会同步提高。 第二,拆除尚存的体制机制障碍,疏通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渠道,让
劳动者及其家庭在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分享生产率。 第三,扩大社会保护、社会共济和社会福利的供给

范围和覆盖面,让所有领域的就业者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必须承认的是,数字经济的发展不断地颠覆我们对就业的认知,很多新创岗位与我们熟知的传统就

业形态大异其趣。 其中不乏对人力资本要求更高,因而从业者能够获得较高市场回报和充分社会保障

的岗位,也有很多更具有灵活就业性质的岗位,在就业稳定性、报酬水平和社会保护方面面临更多更大

的挑战。 譬如快递骑手、网约车司机、剧本杀写手、带货主播等职业,均存在着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困

难。 这要求按照新型业态和新就业形态的特点,探索新型的社会保障覆盖模式,使灵活就业不再是非正

规就业的同义语,从而实现生产率提高、生产率分享、社会流动性增强和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统一。

三、破解数字经济的“双刃剑效应”

数字经济是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因此,破解数字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双刃剑效应”,不能简单沿

用传统的理念和习惯的做法,而是要求在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在引导

和规制方面作用的前提下,推进体制和机制创新。 具体来说,至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从理论和

理念上形成正确的认识,并用来指导政策制定和实际运行。
首先,促进产业的融合,实现同步的现代化。 现代化从来都是社会经济各组成部分的整体、全面和

同步的现代化。 中国经济现代化具体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中体现出来。 在这

“四化”过程中,信息化是连接其他各部分的枢纽,即通过数据产业化和产业数据化,新技术革命中产生

的最新科技,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应用到各个产业之中。 可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既是

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也是创新发展的最重要表现形式。
其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破解“索洛悖论”。 索洛做出“处处可见计算机,唯独从统计中看不到生

产率提高”这一描述,其实具有更深刻的隐喻意义。 例如,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中,经常产生这样一种现

象,即数字技术的硬件建设与其所发挥的效能相脱节,这无疑可以成为“索洛悖论”产生原因的典型注

解。 这方面通常有多种表现。 可以说,任何投入大量资金并形成有形设施,却没有使产能得到充分利用

的情形,譬如说有了大规模的数据中心及其算力设施,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计算需求等,就不可避免产

生“索洛效应”。 可见,数字技术的进步仍然需要遵循“诱致性技术变迁”规律,数字经济的发展也需要

遵循社会需求导向规律。
再次,推动和规范数据要素市场的发育。 在数字化时代,数据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也自然

要求通过市场机制进行配置。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该要素的市场可以自然而然地形成和完善。 因此,不
仅需要像在其他要素市场的场合那样,精心培育数据市场的发展,还应该探索数据要素市场的独特规

律,如特殊的定价方式、交易规则、流动渠道和配置机制。 例如,与数字经济的报酬递增性质相关,不仅

产生了促进生产率提高的正面效应,同时还存在着“赢者通吃”从而垄断和侵权更易产生的负面效应。
因此,探索和形成与数字经济特征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治理模式,不仅是打破数据壁垒、填平数字鸿沟

的重要途径,也是数字经济与市场经济共生共荣的关键。
又次,促进共享发展和创新向善。 数字经济融合实体经济的功能,归根结底在于数字经济对各类产

业和行业的连接性。 而增强这种连接性的关键在于,数字经济企业特别是大型数字平台企业,不仅追求

市场收益,还要负有社会责任,即创新向善。 据研究者估算,把数字产业化规模与产业数字化规模合计,
2021 年中国广义数字经济规模高达 45. 5 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39. 8%①。 然而,如果从应有的税收

贡献和带动就业贡献、发挥产业融合和企业连接的功能,特别是发挥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来

看,数字经济在共享方面的成效,与其规模的庞大数量级尚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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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是一个受到新科技革命的规律,譬如说“摩尔定律”支配的领域。 以其令人难以置信的发

展速度和无所不能的应用前景,数字经济一方面造就了大量的巨富、快富现象,另一方面被寄予了应对

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的期望。 但是,现实和期望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关联性,负面效应

和正面效应均难免发生。 特别是,在产业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市场主体之间和群体之间,仍然存

在着较大的、有时仍在扩大的数字鸿沟,阻碍数字技术收益的分享。 只有通过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形
成一种激励相容的格局,才能使数字经济真正具有共享的性质。

最后,在保障数字安全的前提下,推动数字经济的开放与合作。 党的二十大提出发展数字贸易的要

求,这是数字经济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结合点。 积极参与数字经济的国际合作,既是数字经济发挥

促进开放作用的必然要求,也是与世界数字信息技术紧密接轨,保持中国始终处于该领域前沿的必须之

举。 这包括进行国际科研合作、加入相关的数字经济合作协定、参与国际数字治理规则的制定,以及利

用数字技术特别是数字货币等手段,推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区域合作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等。

四、结语和政策含义

随着在 2020 年历史性消除农村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

段。 下一个时不我待的远景目标,是在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不断推进共同富裕,以十足的成色在 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这个目标赋予数字经济发展更高的共享要求。 本文的分析表明,数字经济本质上

是一个经济整体有机、均衡发展的问题,而不应仅仅当作一个产业的建设问题。 因此,中国经济发展赖

以进行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和政府的作用,同样适用于数字经济领域。 具体来说,数字经济按照符合

新发展理念的健康发展,需要来自三个层面的保驾护航。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制度

层面和企业经营理念上,确保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最大化发挥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 第二,在发展方向和

行为准则方面,要以法律法规、产业政策、体制机制环境的全面配套进行规范。 第三,在现实运行和发展

的过程中,仍然要依据市场表现进行评价,以产业竞争力来筛选,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来检验。
以数字经济促进更多更高质量就业为例。 在研究技术进步与就业的内在关系时,我们或许忽略了

一个重要的规律性现象。 由于人们常常把灵活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相提并论,甚至有时混为一谈,因此未

能正确地对非正规就业的前景做出判断。 这就是说,着眼于劳动要素相对稀缺性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发

育水平,人们一度以为就业的非正规化程度会遵循一个倒 U 字形变化轨迹,即存在着一个转折点,跨过

之后便一劳永逸。 譬如说 2004 年出现的劳动力短缺“刘易斯转折点”,或者 2011 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

负增长的转折点,都可能被认为是非正规就业逐年下降的转折点。
其实,灵活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并不必然是一回事,前者可以是一个客观必然性的表现,后者则取决

于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 一方面,一旦把数字经济的技术性质考虑进来,灵活就业的趋势完全可能发生

周而复始的变化,即遵循一个横卧的 S 字形轨迹。 另一方面,根据事物变化的性质和规律以制度建设应

对,才能确保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保护机制良好运行,使灵活就业不再是非正规就业。 数字经济发展

只有适应这种趋势,才能履行好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职能。
无论是数字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归根结底是整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意味着以计算机和信息技

术为核心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入到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并将无处不在、无远弗届。 本文远远没有触及

关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所有内容,仍然有待于在诸多领域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譬如说从税

收、债务、金融和融资、反垄断监管、绿色发展,以及促进乡村振兴和智能城市发展等方面,对数字经济以

及平台经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数字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方兴未艾,各领域的探索应该是无止境的。
[责任编辑:王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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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ined
 

in
 

its
 

scientific
 

nature,
 

the
 

value
 

contained
 

in
 

its
 

truth,
 

and
 

the
 

sublimity
 

demonstrated
 

by
 

its
 

peo-
ple’s

 

nature,
 

which
 

shows
 

that
 

“Marxist
 

belief”
 

lies
 

in
 

the
 

practical
 

logic
 

of
 

the
 

proletariat’s
 

pursuit
 

of
 

free-
dom

 

and
 

lib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
 

pursuit
 

of
 

“ realistic
 

happiness”,
 

and
 

in
 

the
 

con-
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which
 

the
 

Chinese
 

people
 

pursue
 

a
 

better
 

life,
 

“ Marxist
 

belief”
 

is
 

“our”
 

belief.

How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by
 

digital
 

economy?
Cai

 

Fang(118)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s
 

not
 

only
 

the
 

development
 

of
 

one
 

or
 

several
 

industries,
 

but
 

also
 

that,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as
 

the
 

core,
 

it
 

undertakes
 

the
 

function
 

of
 

enabling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promoting
 

shared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order
 

to
 

achieve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well
 

perform
 

the
 

sharing
 

function,
 

the
 

digital
 

economy
 

should
 

follow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idea,
 

theoretically
 

abandon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trickle
 

effect”,
 

overcome
 

the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in
 

development,
 

and
 

solve
 

the
 

“Solo
 

productivity
 

paradox”.
 

In
 

terms
 

of
 

policy,
 

it
 

is
 

closely
 

combined
 

with
 

the
 

deploymen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promoted
 

in
 

coordination.
 

In
 

practice,
 

it
 

should
 

focus
 

on
 

the
 

deep
 

integration
 

and
 

connection
 

with
 

the
 

real
 

economy,
 

and
 

make
 

efforts
 

to
 

create
 

more
 

and
 

higher
 

quality
 

jobs,
 

increase
 

labor
 

remuneration,
 

improve
 

income
 

distribution,
 

etc.
 

The
 

transformative
 

impact
 

and
 

transformation
 

path
 

of
 

digital
 

finance
 

on
 

traditional
 

financial
 

industry
Sun

 

Lingyan(141)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e
 

in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historical
 

stage.
 

The
 

wide
 

applica-
tion

 

of
 

new
 

technology
 

is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traditional
 

financial
 

industry.
 

Digitization
 

has
 

also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industry
 

in
 

digital
 

economy
 

era.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e
 

on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industry
 

is
 

a
 

potentially
 

continu-
ous

 

process.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e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industry,
 

the
 

emergence
 

of
 

new
 

financial
 

formats
 

and
 

the
 

complexity
 

of
 

financial
 

activities
 

make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industry
 

fac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challenges.
 

Hence,
 

ful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far-reaching
 

impa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e.
 

We
 

should
 

plan
 

and
 

actively
 

lay
 

out
 

the
 

financial
 

industry,
 

financial
 

model
 

and
 

financial
 

regulation
 

in
 

a
 

way
 

that
 

benefits
 

the
 

people
 

and
 

enterprise,
 

address
 

the
 

balance
 

between
 

digital
 

finance
 

and
 

traditional
 

fiance,
 

data
 

use
 

and
 

security,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help
 

traditional
 

finance
 

to
 

improve
 

its
 

ability
 

to
 

serve
 

the
 

real
 

economy
 

through
 

high-qualit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dissemination
 

code
 

of
 

modern
 

fashion:
 

Research
 

on
  

value
 

production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 fast
 

fashion”
Chen

 

Yali(174)
The

 

production
 

of
 

fashion
 

value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fast
 

fashion”
 

has
 

helped
 

the
 

conversion
 

of
 

sensibility /
style

 

to
 

fashion
 

objects
 

and
 

symbols,
 

and
 

promoted
 

the
 

consensus
 

construction
 

of
 

fashion
 

legitimacy
 

by
 

provi-
ding

 

rich
 

interpret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n
 

the
 

one
 

hand,
 

“ fast
 

fashion”
 

images,
 

words
 

and
 

ceremonies
 

have
 

continuously
 

promoted
 

the
 

common
 

understanding
 

and
 

belief
 

of
 

the
 

audience
 

on
 

the
 

value
 

of
 

“ fashion
 

change”
 

by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fashion
 

“ chronological
 

structure”
 

and
 

producing
 

updated
 

“ personal-
ized”

 

appearance
 

and
 

space
 

experience
 

scenes.
 

On
 

the
 

other
 

hand,
 

fashion
 

media
 

frequently
 

emphasize
 

the
 

magic
 

of
 

ideal
 

physical
 

appearance
 

in
 

re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ymbolic
 

meaning
 

through
 

interlaced
 

images,words
 

and
 

rituals,thus
 

enhancing
 

the
 

importance
 

of
 

“physical
 

self”
 

in
 

self-concept.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fashion
 

value,
 

fashion
 

disseminators
 

strengthen
 

the
 

social
 

demand
 

of
 

individuals
 

for
 

fashion
 

objects /
symbols

 

beyond
 

their
 

economic
 

functions
 

by
 

producing
 

association
 

space
 

between
 

fashion
 

objects / symbols
 

and
 

organic
 

bodies.
 

At
 

the
 

same
 

time,
 

by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fashion
 

values
 

and
 

traditional
 

norms,
 

we
 

can
 

not
 

only
 

cater
 

to
 

the
 

universal
 

cultural
 

norms,
 

but
 

also
 

absorb
 

kinetic
 

energy
 

by
 

providing
 

cultural
 

stimulation
 

for
 

the
 

evolution
 

of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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